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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外事系教授中央警察大學外事系教授中央警察大學外事系教授中央警察大學外事系教授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一篇論文或一個研究除了必須去檢驗其在科學上的意義

與重要性之外，論文研究的本身品質以及資料的呈現、可讀性、

原創性等，在科學社群的互動中，也都具有重要意義與內涵。

尤其參考資料對於讀者的意義，更不能忽略。至於對國內過去

的警學研究，本文也提出包括定義、研究方法與研究工具等三

個問題加以檢討；其中某些是主觀的，例如筆者對於實驗法與

觀察法的期待；某些則是客觀現象的檢驗。最後，本文必須強

調，由於科學社群的存在，所以唯有自我檢視與自我質疑，一

個研究與論文的謬誤才能減至最低，也才能提高研究品質。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警察學、研究方法 

 
綱綱綱綱目目目目：：：： 

壹、前言 

貳、關於警學研究的基本判準 

參、關於警學研究的問題與檢討 

肆、結論 

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基於三個過去的經驗，使筆者覺得關於警察學術的研究方法，有做補充與檢

討的必要。本文也正是基於這個目的而發。 

第一個經驗是二十餘年前的事。筆者依稀記得，第一次接觸「研究方法」是

在民國七十年，也就是在碩士班一年級時。過去在大學部時代，未曾聽聞、也未

注意。彼時，坊間關於研究方法的中文書籍屈指可數。記憶中，大概只有三四本。

在這三四本中，還記得作者有席汝舟、郭生玉以及由一大堆作者所寫、而由楊國

樞掛名為主編的東華本「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曾幾何時，現在到坊間書局去看，

關於研究方法的書籍雖然稱不上汗牛充棟，但數量絕對很難掌握。不但如此，現

在坊間，更會針對不同的學術社群，寫出各種不同的研究方法書籍，其中有醫學

的、有商學的、有法學的，當然更不乏以「社會科學」為名的。這種現象，可以

有多種解釋。不必因此推論國內的碩博士班教育有多興盛，明顯的事實除了至少

說明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之外，也說明這塊領域有許多重要的課題與開發空間。 

至於在警察學術領域中，筆者也想請大家回憶一下支配本校長達近五十年的

教科書、由梅可望先生所寫的「警察學原理」一書在民國七十五年內容的重大變

化。由於警察意義的時間性與空間性，意味著警察意義的動態變化，所以在民國

七十四年當時的警官學校校長周世斌將軍在獲得梅先生的首肯之後，要求鄭善印

教授與筆者協助梅先生修訂「警察學原理」一書。在經過討論後，我們決定在該

書第一章第四節加入「警察學的研究法」。這大概是該書當時最重大的變化。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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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重看此書這個部分，總覺並不足夠，正好可以利用這個機會作一些補充。 

第三個經驗是來自教學方面的。筆者擔任研究方法的課程約有十年時間。在

這十年當中，不時有同學問及：學研究方法有什麼用？其中，尤其以法律作為研

究旨趣或性向者為多。在他們眼中，所謂的研究方法或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無非

是數字、統計與電腦的綜合體，而這與國內法學研究的主流典範：規範分析，即

使不是背道而馳，也是十分不搭調的。做為老師，雖然偶而不免因為學生的不完

全認知難過；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個問題也不是全然沒有道理的。畢竟，

我們不能把研究方法看成是一個不證自明的概念。既然如此，剛好藉此也可以說

明這個問題。 

在正式進行討論之前，還有一個問題必須交代。那就是本文名為「警察學的

研究方法」，很多人不免產生疑問：警察學真的有特定或專屬的研究方法嗎？在

這裡，首先本文把「警察學」一詞寬鬆看待，界定一切名為「警察學」的學科均

屬之。在此定義之下，本文同意梅可望先生的觀點認為，警察學是綜合的社會科

學，又是社會科學中的應用科學。既然如此，大概所有社會科學所能用上的研究

法，警察學都有適用的空間。至於是否有專屬或特定的方法，本文沒有辦法回答

這個問題。是以，本文在討論問題時，基本上仍是藉助一般社會科學研究法的觀

念進行。 

基於過去這三個經驗，並討論一些筆者認為重要的問題，所以本文在結構上

準備做這樣的安排。在第一部分說明本文的寫作動機以及預期達到的目的，第二

部分則針對如何進行與撰寫一個品質優良的研究或論文作探討，第三部分則以過

去的警學研究為例，提出若干問題並討論，第四則為結論。 

貳貳貳貳、、、、關於警學研究的基本判準關於警學研究的基本判準關於警學研究的基本判準關於警學研究的基本判準    

本部分主要是針對判斷一篇論文與研究的品質所做的討論。如前所說，警察

學既然是社會科學中的應用科學，那麼用以判斷一般社會科學與論文的標準，警

察學也無法自外此標準。討論內容主要是根據 Foster 與 Huber 所合寫、於一九九

九年由麻省理工學院所出版的「評定科學：科學知識與聯邦法院」（ Judging 

Science: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the Federal Courts）一書的資料。為什麼選擇此書，

有說明的必要。首先，是因為這兩位作者的資歷可以信賴。其中，Foster 為賓州

大學生物工程學副教授；而 Huber 則為曼哈頓研究院資深研究員。其次，這本書

由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所出版，而麻省理工學院的學術地位，這同樣是另一層保

證
1
。在討論這個部分之前，首先必須回應的兩個問題是，為什麼要學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有什麼用？ 

關於科學以及人類知識的累積，不管是主張斷裂革命或是漸進累積的人，大

                                                
1
 關於學術著作出版，國內似乎並無定則可循。不過，如果就美國的情況觀察，各種不同類型的

出版書局，其出版的考慮方向則有不同。在 Topkis( 1985 )的論文中提到，美國學術著作之出版

公司，可概分為三類：商業性書局( commercial house )、大學出版社( university press )以及專業

書( monograph house )出版社。其中相對於商業書局，大學出版社比較注重品質的要求；同時若

非品質已臻一定水準，否則不輕易出版。據此，本文相信此書可以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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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都能體會，我們人類的某些知識之產生，是基於經驗的。基於經驗所得到的知

識固然有其價值，但由於經驗的人各不同以及變異性極大，即使是面臨同樣情境

的人感受也會不完全一樣。在這種情況下，經驗的推廣便有其侷限性，而這違背

了人類對於事物完整化的要求。除此之外，人類的另一個習性：喜歡快速的獲得

結論，使得人類會基於錯誤認知、或基於錯誤傳播，誤認自己所得到的經驗是完

整的知識（這其實是迷思）（Hagan, 1993）。為了避免這種因個體而產生的困境，

所以必須有共通的方法與過程。當不同個體透過同樣的過程與方法都能獲致相同

的結果時，此時這個結論便具備了普遍性。而這種對於現象之普遍性的描述，便

可稱之為知識。因此，學習研究方法，目的其實就是為了普遍主義、避免偏狹（李

英明、民七八）。 

至於學研究方法有什麼用呢？除了剛才所說的，不同個體運用相同方法或過

程如果能有相同結果，除了增加知識的普遍性、得以公開檢驗以及避免偏狹之

外；從研究方法的觀點而言，還必須去問：什麼叫做「有用」？今天用不上、明

天用得上，算不算得上是「有用」？不知不覺的運用，算不算是「有用」？心中

有疑惑的人，不妨看看坊間有關研究方法的書籍，就可以看出，研究方法不只是

談如何探索知識，也談如何思考：非但如此，研究方法同時也論資料的呈現、以

及如何避免各種類型的謬誤
2
，以增加說服力。不但商學研究方法如此、社會科

學亦然，即使是以法學做為主體的研究方法書籍也不例外。換句話說，有這些疑

惑的人，也許已經在不知不覺中運用了研究方法，只是自己渾然不知罷了。 

關於研究方法，一般在討論時，多從對於問題的認知開始。所謂問題，指的

是應有現象與實際現象之間有不一致或落差的現象，所以必須進行研究。這種方

式可以稱之為「由前而後」的研究方式。本文不擬採用這種方式討論問題。相對

的，本文的討論擬從一個研究或一篇論文完成之後作為出發點，也就是針對論文

與研究的嘗試出版作為開始。為什麼用這種方式？簡單說，論文與研究本身就是

科學交流的工具（李英明、民七八）；一個研究或一篇論文的完成，如果沒有公

諸於世，這個研究與論文是沒有意義的。因為，沒有公開，就缺乏檢驗與評估( Fox, 

1985a；陳耀祖譯、民七六；林佳瑩譯；民七九 )；沒有公開，也無從知曉；沒有

公開，就難以對人類知識有所貢獻。所以下面的討論，便是基此而發。 

為什麼公開具有重要性？知識的公開又是透過什麼形式？首先，知識的公開

最常見的方式便是出版，無論是書籍或期刊。在 Foster 與 Huber 的書中，從科學

社會學的觀點作了說明。他們認為，期刊與論文審查基本上是一種「同儕評比」

( peer review )的制度。所謂的同儕，其實也就是 Kuhn 所說的「科學社群」( scientific 

community )( Kuhn, 1970 )。為什麼同儕評比在科學與實務上具有意義？簡單說，

因為他們的專業，可以使欺瞞之徒無所遁形：如果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唯有來

自專業的肯定才是真正的肯定。不過，Foster 與 Huber 認為，從科學的觀點而言，

                                                
2
 例如在法學研究的推論中，經常提到：舉輕以明重或舉重以明輕。這種推論，在某些狀況下是

可以成立的。但在某些時候，則會因為「分析單位」( unit of analysis )的差異，而犯下「生態謬

誤」( ecological fallac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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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評比不但是品質控制的工作，也是觀念交換的工作
3
；此外，審查制度同時

兼具「知識過濾器」的功能與作用，避免讀者被誤導。在實務上，則可以決定資

源的分配、發現當前的重要問題以及過去為人所忽略的問題。審查制度，儘管可

以看出一個論文與研究的好壞與原創性，但卻無法決定什麼是對的或錯的。 

一、論文與研究的貢獻問題 

在 Foster 與 Huber 眼中，一般的研究或論文審查，應該列入主要考慮的，有

三大原則。其中第一個原則就是關於一個研究、論文與理論的貢獻問題。由於人

類社會中可以研究的問題頗多，從資源節約的觀點來看，如果一篇論文或研究並

不能提升與促進各該學門或學科的內涵，那麼這種研究在科學上就沒有意義。就

這方面來看，過去有許多學者有過關切。例如 Mazur( 1968 )認為，科學的基本特

性之一，就必須是「累積」的，也就是必須能夠做到擴展新理論或澄清舊理論；

同樣的，美國著名的社會學者 Merton( 1948 )提醒，研究與理論必須擔負兩個功

能：消極功能與積極功能。研究或理論並不是只消極驗證或否定假設，若有可能，

更必須積極的做到開創、形成新理論。這其實也是科學社群的的重要共識之一：

發現的功能( context of discovery )與比證實的功能( context of justification )重要

( Dumont and Wilson, 1967 )。因此，如果就第一個原則來看，具體言之，就是探

討：研究的問題是什麼？這是不是重要的問題與有意義的問題？作者有沒有清晰

的描述與說明問題？所得到的結論是否清楚？這一個原則之所以被列入首要考

慮，當然可以做進一步的延伸。因為這個問題除了強迫研究者或作者自我檢視有

沒有浪費資源去研究無意義的問題之外；這個原則同時也暗示著，當問題確認之

後，其實結論極有可能隨之出現。舉例來說，假設我們把「治安不好」看成是一

個與警察有關的問題，那麼解決這一個問題只需從警察下手即可。反之，如果我

們確認治安不好是社會問題，那麼想要舒緩此一問題便必須從多個層面下手不

可，包括經濟問題、家庭問題與教育問題等。再如警察人員的貪瀆行為或風紀問

題，有的把貪瀆人員看成是「害群之馬」，此時研究者便會從個人屬性的觀點討

論問題，而忽略環境或文化可能也是重要的影響因素。三如當毒品或犯罪問題嚴

重，有人便會提出「對毒品宣戰」或「對犯罪宣戰」之類的口號，企圖把這些問

題簡化為戰爭問題。由於戰爭所追求的是勝利，在這種情況之下，任何能夠贏得

勝利的手段都能夠被原諒或接受。這樣不但會形成「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思

考模式，也為犧牲程序正義預留伏筆。這三個例子已足以顯示，問題認知的重要

性。 

相關的一個問題在於：什麼叫做有意義的問題或重要問題？這是關於研究的

正當性問題。在本文來看，在這個問題上，可以思考的方向有許多。第一個思考

方向是從理論與實務方面著手。簡單的說，如果一個問題的研究能夠修正舊的理

論、能夠因此產生新的理論或是能夠對於各種實際現象與實務工作有所改善的，

                                                
3
 Kuhn 認為，一個好的研究或理論，有許多判斷標準。其中一個判準就是，能不能由這個研究

或理論衍生出新理論。由這個想法可以說明，科學社群間彼此的觀念交換，也可能撞擊出新火

花或想法。另一位邏輯實證論的先驅與領導人物 Hempel 認為，好的理論，必須做到簡明、精

確、經濟與普遍等四個要求( Halfpenny, 1982 )；至於是否衍生新理論，他並沒有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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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以稱得上是重要問題或有意義的問題。第二個方向就是從所造成的影響著

手。如果一個問題的研究，能夠影響多數人、能夠使資源運用更有效率的，也可

以算是重要問題。第三個方向，就是進行逆向思考。如果一個研究所探討的問題，

屬於食之無味、棄之也不可惜的，那麼這種問題不研究也罷。總之，在這個議題

上，很難訂出一個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標準，所以研究者應嘗試合理化自己的研究

問題，以取得研究的正當性。 

二、論文與研究的品質問題 

第二個原則是關於一個論文或研究的品質問題。具體的說，所謂的品質，指

的是這一篇論文或研究是否正確的表現與呈現？更具體的觀察，則又可以分成三

個層面，包括：資料與結論的關係能否正當與恰當的連結？研究者是否作了適當

的控制？研究者對於過去重要的研究與理論有沒有適當的呈現與引註？對於這

三個問題，以下做簡單的說明與討論。 

首先是資料與結論之間的關係。為什麼這個問題攸關研究品質？因為，科學

研究在某種程度如同美學研究一樣，有「真善美」的要求（Black, 1995）。所謂真，

乃求其符合真實世界；所謂善，乃求論文研究確實精準；所謂美，乃求其簡明扼

要。所以資料與結論之間的關係，就是「善」的要求。也可以說，結論必須由資

料導出，是因為資料就是證據。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此外，任何問題的研究，

資料不可能憑空而來。所以研究與論文的進行，也必須講求資料與結論之間的有

效連結。簡單說，資料如果是手段，那麼結論就是目的。對於研究者來說，尤其

是剛入門的研究者，有許多人都困惑於如何把二者做有效連結？也許簡單的作法

之一就是檢驗結論是不是說了資料中沒有的話。第二個簡單方法，就是捫心自

問，是不是把論文或研究中的某些部分抽離、也不影響全部。若然，其中的連結

就不夠緊密。 

第二則是針對實驗法所做的檢討。所謂的實驗法，可以用寬鬆的觀念看待，

也可以用比較嚴謹的方式瞭解。實驗的嚴謹定義，係指：探究自變數對於依變數

所造成效果之系統性研究或調查( Farrington, 1983 )。一般認為，實驗的核心要素

有三個：一、必須進行二組以上之比較； 二、必須二組之間相等或相當

( equivalence )；三、必須有前後測。這些要求的目的在於，除了要排除二組之間

所可能存在之歧異之外
4
，也希望能夠排除無關變數( extraneous )。這種作法類似

自然科學實驗中，把外在因素穩定，使之常數化。只有透過這種方式，我們才能

夠比較清楚的瞭解自變數對於依變數的影響，從而比較有信心的下結論。不過，

由於並不是每一個研究都適合或是都必要以實驗法做為核心，所以這個部分也不

是強制性的。 

第三個是關於研究與論文是否對於過去的相關理論作了適當呈現的問題。就

                                                
4
 二組（或以上）之間必須相等或相當，有其內在效度與外在效度方面之考慮。當二組不相當，

就成為「選擇偏差」( selection bias )，同時形成對內在效度與外在效度之威脅( threat )。這一方面

會在判斷因果關係時造成干擾或誤判，另一方面所得的結論也難以有效推論。關於這方面，可

以參考 Campbell 與 Stanley( 1966 )的經典著作「研究的實驗與準實驗設計」( Experimental and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for Researc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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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來看，這個要求具有多方面之意義，尤其對於社會科學的研究而言。為

什麼在社會科學研究中，過去相關理論與研究的回顧與呈現具有重要性？主因在

於，因為社會科學中所討論的問題，經常可以溯及百年前甚至千年前的先知或大

儒的想法與觀念。因此，當這樣的工作不做，除了顯示研究者的怠惰之外，同時

也暗示著研究者的學養不足、對於專業領域的認識不夠。除此之外，呈現過去的

理論與研究，在某種程度內也在表達對於前人努力成果的肯定。第三個意義在

於，這樣的作法也足以顯示出研究者的謙卑以及所謂「哥倫布情結」( Columbus 

Complex )的避免（陳耀祖譯、民七六）。換言之，正由於這個要求具有科學上的

意義，所以這個要求也會被用來檢驗一篇論文或一個研究的品質。附帶的一個問

題是，所謂的「相關理論」與「適當呈現」，由於「相關」與「適當」都不是精

確的用語，所以必然存在著認知上的差異。是以，可以想見的是，很難建立一個

讓每一個人都同意與滿意的標準。儘管這個困難存在，但仍有一些端倪可循。例

如，討論警察組織的問題，在理論的選擇上，當然可以從一般行政管理的理論出

發，此時我們當然不能說這些理論沒有相關。但是如果能夠從警察組織的特有理

論出發，那麼相對而言，這種型態的理論的相關性更強，也更適合做為資料來源。

我們可以借用美國學者 Allison ( 1979 )一篇比較公務管理與私人企業管理論文中

的結論：公務管理與私人企業管理有相同處、也有相異處；不過，二者相異處比

相同處更重要。同樣的，運用一般組織理論解釋警察組織並不是不合適，而是用

警察組織特有理論解釋更合適。例如，在 Langworthy( 1986 )的著作中，就把警察

組織理論分成兩類：規範性理論與實證性理論。規範性理論理論又可分為官僚模

式、民主模式、權變模式等，他們共同關切的課題是效率與效能。至於實證性理

論，則是觀察警察組織的實際運作後所歸納出的原理與原則。類此，以警察組織

作為研究對象的組織理論，當然會比一般組織理論的描述深入與深刻，也更適合

做為資料來源。 

三、論文與研究的呈現問題 

第三個原則則是關切一個研究或論文的外在表現問題。前已提及，研究與論

文的公開，是科學社群相互交流的活動。既然是相互交流，那麼除了必須掌握交

流對象的特性之外，也必須尊重交流對象的感受。所以就這個原則來看，在某種

程度內，就是討論論文與研究的可讀性問題。所謂的可讀性，也就是讀者取向的。

具體的說，關於論文與研究的呈現，可以從幾方面觀察。這包括了：一、這一篇

論文是否作正確與適切的表達？包括：文法、格式與文句的意義是否清晰？二、

篇幅是否恰當？三、不必要的資料與表格是否過多？以下簡要討論。 

所謂論文正確與適切的表達，指的是文法、格式與文句的意義是否清晰；是

不是會引起誤解？由於在科學的研究上，為了形成交集與焦點，必須力求精確溝

通、避免「不可共量性」
5
( incommensurability ) ( Kuhn, 1970 )，所以通常重要的名

                                                
5
 用最簡單的方式表達，所謂的「不可共量性」指的是避免在不同的平台上或用不一樣的語言討

論問題，否則會流於各說各話。例如用實驗心理學者 Skinner 的觀點評價 Frued，便是典型的不可

共量。常見的不可共量，包括典範的不可共量、途徑的不可共量、實然與應然間的不可共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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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與概念必須加以定義，而成為專業術語。雖然在性質上這些專業術語因屬於「人

工語言」( artificial language )，使得一般人與科學社群互動中經常產生隔閡；但由

於這種語言的精確，便可以避免被錯誤詮釋與解讀。既然論文與研究的呈現，是

屬於科學社群的活動，操作上也應該以科學社群的遊戲規則進行。與此有密切關

係的是，既然科學社群的環境如此，所以許多在學界已經約定俗成的名詞或術

語，在論文與研究的表現上，便不再多解釋，以免犧牲了科學的「美」，而正也

與篇幅是否恰當密切相關。換言之，這事實上也是在考驗研究者能否掌握與了解

讀者的基本性質。至於篇幅恰當，除了包括論文或研究長短之外，還包括論文與

研究的整體結構。嚴格來說，整體結構的判斷至少有三個標準：第一是關於篇幅

長短的問題，第二是關於個部分之間的比例問題，第三個是關於個部分之間的緊

密性問題。就第一個來說，雖然難以訂出標準，但僅以二、三十頁寫成一篇碩士

論文，明顯的並不恰當。而就第二個標準來看，研究與論文的整體佈局，雖不見

得有客觀標準，但各部分之間的明顯失衡，也很容易遭致批判。第三個標準就是

各部分之間是否能夠緊密銜接，使人不致產生「沒有這個部分、也沒有差別」的

感覺。要避免上述這三種缺失的最好作法，便是請同領域中學有專精的同儕閱讀

並檢驗( Kronenfeld, 1985 )。如果能夠做到這樣，會大幅增加論文與研究的可讀

性。同樣的基於美的要求，因此避免不必要的資料或圖表也十分重要。美國學者

Fox( 1985b )基於擔任期刊與書籍的編輯、審查經驗指出，不必要的資料與圖表，

除了增加篇幅之外，並沒有辦法增加論點的說服力，同時也在考驗讀者的耐性，

並不可取。她更特別指出，研究者在表達時，尤其避免強調自己花了多少時間、

有多辛苦，因為這是研究必然要投入的成本。 

在前述兩位先生的著作中，更列出具體的考慮標準與項目，共有十一項，分

別是：一、論文與研究的原創性；二、實驗設計與研究設計的效度；三、資料與

統計方式的效度；四、資料與資訊的重要性；五、討論的相關性；六、結論的效

度；七、論述的清晰程度；八、與各學科之間的關連性；九、圖表的適當性；十、

參考資料的適當性；十一、篇幅的適當性。在這十一個具體項目中，有一些是與

前面所說的原則重複的。就本文的目的而言，這些標準中有兩個有進一步討論與

說明的必要。 

四、論文與研究的原創性與參考資料 

在社會科學領域中，欲求論文與研究的原創性，有其實際上之困難。前面已

提到，由於社會科學的研究與論文，常有長篇大牘的文獻必須考察，所以很難提

出比較創新的概念。即使研究者自認這是新穎的觀念，如果沒有全力搜尋文獻，

又不免淪為「哥倫布情結」之譏。因此，就原創性而言，許多人望之卻步或略而

不提。不過，深入思考，原創性應該包含幾個面向、也可以從幾方面著手，例如

除了主題或觀念的原創性之外，還可考慮方法的原創性；而某些時候，也因為方

法的原創性，而帶來發現的原創性。例如關於警察工作的實際運作，過去的研究

集中在第一線值勤人員的身上，這種作法被認為只解釋了一部份警察人員的行為

( Mastrofski and Parks, 1990 )、無法建立一個完整的警察行為理論( John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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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所以，Johnston 建議，應針對中高層警察人員的職務行為加以研究。此時，

某種程度內，這種因研究對象之差異，便具有獨創性。再如英國學者 Grimshaw

與 Jefferson( 1987 )的研究，由於不滿意實證論的方法只能片面的趨近真實，所以

採用批判途徑的方式，以結構關係作為分析架構，探究警察實務、法律與民主的

內在結構關係( Harvey, 1990 )。類似這樣，也可以說是原創性。換言之，雖然對

於原創性的追求，有其實質困難；但此一標準，事實上不但是在鼓勵思考、懷疑

與批判，也是在鼓勵追求新知。然而，必須同時提醒的是，關於原創性的追求，

必須仍奠基於追求科學知識的基礎上。過去有一位著名的英國科學哲學家

Feyerabend( 1975 )基於方法論的無政府主義觀點，曾提出所謂「反對方法」（Against 

Method），認為知識的探究什麼方法都行。不過，這種觀點仍必須受限於某些條

件。例如，用顯微鏡適合觀察什麼？用望遠鏡又適合觀察什麼？我們不能因為原

創性的追求，犧牲了科學中「真」的真義。 

其次是關於參考資料的問題。前已約略提到，科學社群有其基本的遊戲規

則。這些遊戲規則，並不是從天而降，而是有其科學上的意義。參考資料的呈現，

包括引註與參考書目，重要的不只在於其完整與一致
6
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其後

所隱藏的科學社會學意義。參考資料的呈現，除了反映出研究者的學術廣度與深

度之外，從美國社會學者 Merton 的立場來看，這同時也意味著研究者的謙恭程

度、以及對於前人的肯定（ 陳耀祖譯、民七六；林佳瑩譯；民七九 ）。Merton

認為，一個研究是否有貢獻，在於得到同行的承認，而承認的方是就是引做參考。

除了這些意義之外，對研究者而言，這些參考資料的呈現，同時也是負責的表現，

表示不是無的放矢；再從另一面來看，也可以說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也就

是訴諸權威、同時也避免我們因為「嘗試錯誤」( trial and error )所花的時間與精

力。更進一步說，這些參考資料的呈現，同時還具有公開檢驗的意義在內；因為

其他研究者可以按圖索驥驗證研究者的學術倫理。同樣不能忽略的是，這些參考

資料對於讀者的意義。讀者可以利用這些參考資料，進一步搜尋其他讀者認為重

要的資訊。換言之，就此而言，參考資料還肩負著引導讀者的功能與作用。正因

為這一個部分有重大意義，所以研究者在主觀上不應該、在客觀上不容等閒視之

或掉以輕心。 

在本部分中，本文以逆向進行的方式，也就是從一篇論文與一個研究的完

成，藉由審查制度的討論，說明研究方法的進行。總結前面的討論，可以看出一

篇論文與研究的評價，在對外的層面上，必須考慮所造成的影響與貢獻問題；至

於論文與研究本身的品質、呈現乃至於原創性與參考資料方面，也不乏科學社群

的互動意義在內。這些討論應該也足以說明，為什麼學習研究方法是必要的。至

                                                
6
 完整是針對單一或個體的引註所做的要求，指的是，該列的資訊都不能遺漏。該列的資訊，包

括作者（譯者）名、書名（文章名）、期刊名、出版時間、出版地、出版者等。至於排列的先後

順序，除了作者應列為第一外（這是對作者的肯定），餘會因不同科學社群之要求而有所不同。

一致則是針對整體引註所做的要求。當第一個引註的格式一旦確定，隨後的引註應該比照辦理。

坊間不少讀物在列參考書目時，往往會加上「根據作者姓氏筆畫排序」等字樣，這是贅語。因

為，為了效率的考量以及方便搜尋，本來就應該採這種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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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過去國內關於警學的論文與研究，又有那些值得關注的問題？將是下一個部分

的討論重點。 

參參參參、、、、關於警學研究的問題與檢討關於警學研究的問題與檢討關於警學研究的問題與檢討關於警學研究的問題與檢討    

在本部分中，根據作者的體認，擬從三方面討論問題。首先是關於定義的問

題，其次是關於研究方法的問題，第三是關於研究工具的問題。以下分別討論。 

一、定義的問題 

國內的警學研究者，經常會忽略論文與研究中的「定義」。例如，過去「社

區警政」就因為未曾定義以及內涵不夠明確，而遭受各種不同程度的批評
7
。為

什麼在科學研究中，定義具有重要性且應該強調？這有多方面的原因。主因之一

在於，科學的研究必然無法避免語言與文字的使用。由於語言與文字的使用經常

存在著認知與解讀的問題，所以當研究者與讀者的認知解讀不一致時，便開始產

生「不可共量性」。為了不使這種狀況產生，所以論文與研究首先就必須對某些

重要的概念予以定義，以求精確的溝通。當然！在這裡，我們馬上可以看出兩種

看似對立、實際上卻可能並不衝突之觀點。例如 Merton 所說的，以「功能」之

研究為例，「……一開始就為詞彙的混淆所苦。……此種文字的輕率使用，同時

斷送了分析的清晰性與溝通的確實性。」（1968：74）Merton 的言下之意，是定

義有其必要性的。而政治學者 Schattschneider 也認為「如果一門學科沒有定義，

就一定沒有研究的焦點，因為我們很難觀察沒有界定的東西。」（引自黃紀等譯、

民七五：14）因此，即使有一些著名的學者，也因有這種缺失，而受批評。如瑞

士心理學家皮亞杰（Piaget, J.）及因對其理論的中心觀念──運作（operation），

未明確定義，而受批評（張欣戊，民八０）。再如哈佛大學法律社會學教授 Black

（1972, 1976）也對其理論之中心概念—法律（Law）所給的定義過於寬鬆，而受

後學的批判（Wong, 1995）。在另一方面，我國學者葉啟政則以為：「破題是必要，

但一定非先下明確、客觀的定義，則事屬偏見，實不一定可取。」（民八０：107）。

同樣的，也有學者認為，定義的不夠明確，似乎並不是一件壞事。例如政治學者

Issak 就認為，以政治學為例，『…..如果貿然下了定義，就扼殺了政治學的成長』

（引自黃紀等譯、民七五：15）。再如公共行政學者 Mosher（1956）也認為，公

共行政的科際整合性，因此以不定義為佳，因為這可以激發想像。最有趣的應該

是公共行政學者 Waldo（1955）的說法。Waldo 認為，若只企求用一段文字或話

語，來說明公共行政，這絕非是啟蒙或刺激，而是一種心智麻痺。主張不應定義

的，一語道盡定義的困難。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主張不定義的並不是就他們個

人的研究而有這種主張；而是就他們所屬的學科有這樣的感覺。因為從科學社會

學的立場來看，一方面沒有任何一個人有權力決定一個學科的範圍有多大；另一

方面，也沒有任何人敢宣稱其他人必須臣服在一個獨一無二的定義之下。由這一

點來看，可以說明社會科學界是一個「沒有國王的王國」( a kingdom without 

                                                
7
 關於社區警政的討論，請參閱拙著（民九三）、警察勤務：理論與實務、第九十五至九十九頁

以及拙作、社區警政之偶然與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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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 )，同時也說明了社會科學的典範併起的原因。 

定義之所以要強調，是因為我們除了希望有明確的溝通平台之外，更重要的

意義在於安定研究對象（石之瑜、民九二）。換言之，當定義提出，實際上就是

前提的確定，在討論時就不容易失焦。不過，如前所說，由於沒有人敢於宣稱一

個獨一無二的定義，所以定義就必須掌握住一般學界所認可與接受的範圍。這時

候，就必須運用意涵定義，以避免詞似定義與指謂定義。在記號學（Semiotics）

中，論及界說或定義時，指出界說的方式有三，包括指謂界說（denotative 

definition）、意含界說（significative definition）、與詞似界說（connotative definition）

（何秀煌、民八０）。指謂界說指的是以實際呈現或展示的某一物來界定某語詞，

例如指著一條狗，告訴小孩說：這就是狗。這種界說方式，鮮明、生動、具體，

應用十分廣泛，但卻無法窮盡與普遍；同時，也無法界說不具體的事物，如幸福、

快樂。意含界說，則是：用所指事物具有的特徵或要素來加以說明。例如「組織

是二人以上為達某些目的而形成的團體」、「書是裝訂成冊的讀物」、「犯罪是違反

刑事法而處罰之行為」。意含界說，一般來說不像指謂界說的活潑、生動，但由

於是觀察事物特徵與要素所做的結論，因此其應用的範圍反而較廣。詞似界說，

是用一個名詞來說明另一個名詞，如單身漢就是沒有結婚的男人。這種界說方式

十分方便，但有時說了等於沒說、也必須視溝通對象的經驗決定溝通的效果。由

上面的描述可以看出，為求推論以及對於普遍性的追求，最好是運用意含界說，

而這正是過去一些著名的研究所沒有做到的。 

過去的警學研究，包括社區警政、破窗理論等，為了行銷以及避免過度專業

妨害一般人的接受，往往採取指謂定義，例如告訴讀者什麼是社區警政、什麼是

失序等作法，這種方式雖然有助於觀念的推廣；但也由於這種方式的運用，可能

犧牲了科學的要求：對於普遍性的追求。因此，基於科學的基本要求，這個部分

還有努力的空間。 

二、研究方法的問題 

此處所說的研究方法，指的是發現原因與真實現象的方法。就這方面來看，

以筆者所見，國內的警學研究，在觀察法與實驗法方面，還有開展的空間。為什

麼專門針對這兩種方法探討？這可以從幾方面來說。首先，由於過去國內的警學

研究所用的調查研究法，累積的數量甚多，除非研究者能在研究問題上有更重要

且待解決的問題，再用這種方法很難有新意。其次，國內過去的調查研究法在運

用上除了用字遣詞不夠精確、而可能引起受訪者誤解外，也常常將「事實行為」

與「價值觀念」混為一談，使這種研究法的結論引人懷疑。當然！從邏輯而言，

調查研究法的實作缺陷，並不必然導致觀察法與實驗法的出現。但重要的地方在

於，尤其是在警學研究中，區別適合調查與不適合調查的行為極端重要。調查研

究法適合瞭解受訪者的態度、觀念或想法，但在許多情況下，卻不適合瞭解被研

究對象之實際行為
8
。簡單說，如果用問卷調查，可以問出受訪者「所設想的行

                                                
8
 關於態度與行為間的一致性問題，早在一九三０年代就有人注意。在態度與行為之不一致上，

三○年代有一個研究最常為人所引用。當時，一位美國白人教授與一對年輕的中國夫妻結伴環美



 

 

通識教育教學及研究方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65 

為」、但卻無法問出「他的實際行為」( Mastrofski and Parks, 1990 )。舉例而言，過

去有一些調查顯示，有七八成的警察人原有轉業的考慮，但實際因而轉業的卻是

屈指可數。再如問民眾是否支持守望相助巡守隊，支持度往往很高；但實際加入

守望相助巡守隊，卻少之又少。這更不用說，在警察行為中，有很多是無法用調

查法瞭解的，例如警察組織的次文化以及警察人員的裁量權、貪瀆行為等( McCall, 

1978 )。可以想見的是，觀察法雖然適合瞭解不適合調查或需要長時間才能發現

的行為，但在實際操作時，卻有許多障礙，困難度甚高，尤其對於局外人而言

( McCall, 1978 )。先不說能否克服文化與認知方面的問題、需不需要認可或擁抱

警察文化價值與信念，即便在外貌、衣著、語言等方面，要建立與研究對象的同

質性本身就有相當困難( McCall, 1978 )。假設這種困難沒有辦法克服，「霍桑效應」

也就無法避免，所觀察的也就是美化或修飾過的行為。正由於這些困難的存在，

使筆者更迫切的感覺觀察法的需要。 

基於同樣的邏輯，本文也期望看到在警學研究中，真正的實驗法能夠付諸實

現。就過去筆者所見，國內的警學研究中，運用實驗法進行問題研究的，為數不

多。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有幾個。第一，國內從事警察學術研究的人並不多：第

二，嚴謹的實驗研究，如前所見，至少必須有二組以上的被研究標的、有前後觀

察，這些要求都需要時間與資源。而這些對研究者而言，是不小的負擔；這就更

不提國內的社會科學研究其實根本不受重視的現象在內。第三，國內的警察實務

界首長，承擔太多「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壓力（不管這是自我加諸或是來自

外界的），自然也不允許可能失敗或導致顛覆結論的實驗法（例如堪薩斯市預防

巡邏實驗），除非是政策上決定試行某項方案。政策上試行方案，原本也是值得

期待的事。但在實際操作上，實施前期，研究設計通常並不完善、也缺乏客觀的

評估標準，實施結果也通常不敢擴大實施。典型的例子就是過去台北縣警察局新

莊分局文化派出所的專責警勤區實驗。這些都是本文覺得實驗法仍有開展空間的

理由。實驗法之所以要被強調，是因為在科學研究上所具有的諸多優點。過去

Campbell 與 Stanley( 1966 )指出實驗的法主要優點：高度的內在效度、因果關係方

向明確；排除選擇偏差、歷史因素、受試者成熟、前測影響、衡量工具變化與統

計回歸現象等之影響，使這種方法比其他方法的說服力更高。 

由於國內類似觀察法與實驗法的研究缺乏，所以本文可能對這方面的研究有

不切實際的期待。不過，為了建構更完整的警察知識體系，我們還是期望能有更

多這兩種類型的研究。 

三、研究工具的問題 

研究者為了蒐集資料，不但要運用研究工具；同時，也會因所欲探討的現象

不同，而運用不同的研究工具。但不管是什麼樣的研究工具，根據 O’Sullivan 與

Rassel ( 1995 )，都應該有三個基本要求：穩定性、相等性與內在一致性，以確保

                                                                                                                                       

旅遊。在當時，種族岐視仍相當嚴重，也沒有反對種族岐視之法律。他們三人曾住在二百多家不

同的旅館，除了一家飯店，餘均給予週到的招待。事後，白人教授發信給所有的旅館進行調查，

問他們是否會接待一對中國夫妻。在一二八封回函中，百分之九十二說不會接待。易言之，在種

族岐視此一問題上，這些業者有其態度之岐視，卻沒有行為之岐視( LaPiere, 1934 )。 



 

 

警察學的研究方法-一些補充與檢討 

66 

此一研究工具即使是由不同人操作、仍能觀察或測量出實際狀況。穩定性，是對

於時間方面的要求；相等性則是指，不同研究者對於同一物或現象會有同一評

價；內在一致性則是指，當運用多個項目衡量一個現象時，這些項目都與同一現

象有關。雖然這三個要求講起來簡單，但在實作上卻仍有一些問題應該注意。例

如，為了比較各國之間的警力差異，習慣上，我們可能會蒐集各國的警民比例。

但是所謂的「警」，各國之間的定義可能並不完全一致。以美國為例，美國在聯

邦政府層次，雖然有一些機構像是聯邦調查局、緝毒局等屬於執法機構，但在概

念上能不能歸屬為我國觀念的「警」，則顯有商榷的餘地( Geller and Morris, 1992; 

Walker and Katz, 2002 ) 。假設今天的資料取材自官方統計，類似這種問題就可以

歸類為「內在一致性」的問題。內在一致性的問題，不但可能出現在國際資料之

間的比較，也可能出現在同一個國家。舉例來說，我們的警民比例可能因為戶警

分立、警消分隸、海巡署之成立，呈現在計算上有內在不一致之狀況。同樣的，

關於竊盜犯罪之統計，比較三十年前的狀況與現在的定義，可能也有不一致的現

象存在（O’Sullivan and Rassel, 1995 )。這是在進行時間序列分析之類的縱貫性研

究或是橫斷性之比較研究時，必須加以注意的。如果只是單純的污染，雖然仍有

可追究之處，但仍屬可以原諒的錯誤；如果是刻意美化，則研究的品質則完全無

法信賴。這是另一個應注意的問題。 

而在穩定性方面，也有應該要注意的問題。透過問卷進行調查以蒐集資料，

雖然是常見的方法。不過，某些問卷設計的內容雖然有其穩定性，但結果卻經常

並不穩定。這些通常被歸類為歷史因素，同時會影響一個研究的內在效度與外在

效度（O’Sullivan and Rassel, 1995 )。舉例來說，過去幾年以來，政府以及報紙均

曾針對民眾以治安議題為重點進行廣泛的民意調查。儘管這些民調的目的不完全

相同、儘管所設計的題目可能絕大部分相同，但是只要選擇的時機有差異，就有

可能造成截然不同的結果。為什麼？因為影響民眾對於治安觀感的因素有很多，

其中雖然不免有因個人的經驗而對治安狀況有特別深入的感受，但亦不乏因為口

語之傳播而受影響；其中尤以暴力犯罪為最。早在一九七二年，就有學者把暴力

犯罪受媒體渲染的狀況，說成是「道德恐慌」( moral panic ) ( Cohen, 1972 )；現在

的狀況更是變本加厲。學者指出，明明已經是長久持續存在的毒品與暴力犯罪問

題，會在媒體的操控與運作之下，推波助瀾的使之成為「突然發生」且「嚴重」

的問題( Chiricos, 1998 )。雖然學者的批判重點在於這種作法不但會造成道德恐

慌、豎起道德藩籬，且加速用不恰當的政治力嘗試解決問題。不過，在本文來看，

在對於實際真相的追求上，也會因為調查的時間點不對，得到的是被扭曲的真

相。換句話說，即便研究工具的穩定性足夠，也可能因為調查時機的不同，而得

到不同的調查結果。如果研究者依賴這些民意調查，不察、不作進一步的分析與

查證、不做資料的交叉比對；幸運的，會因不同的數據混淆與困惑；不幸運的，

則可能產生錯誤的結論。因此，不可不慎！ 

附帶的一個問題是，想要瞭解民眾對於治安問題的感受，有的調查是由官方

所進行的，例如內政部在九十一年七月所定的「提升國家治安維護力專案平和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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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規定每季辦理一次民眾治安滿意度調查；也有的調查是來自民間的，例如

聯合報、中國時報等也不定時針對同一問題進行調查。當官民之間的調查數據相

去不遠時，我們當然有能力、有信心根據這些數據，下結論。惟，當官民之間的

調查數據有顯著落差時（尤其是來自民間的調查顯示治安狀況不佳時），到底何

者較可信，則是另一個困惑的問題。就這方面來看，雖然沒有確切的判別標準（此

處必須假設官民的調查在母體、抽樣方法、樣本數目上等均無差異），但如前段

所述，調查時機的檢視卻是還原真實的重要步驟。除此之外，深度思考「治安議

題」的政治性，也是另外一種方法。假設我們認定治安議題是高度政治性議題，

基於經驗，那麼民間調查應比官方調查的包袱更少，理論上便更能反映民意。相

對的，如果我們有確信此一問題並非政治性議題，那麼選擇官或民就有賴研究者

的自行抉擇。同樣的，如官與官之間或民與民之間的調查結果相左，而調查方式

又沒有顯著差異，那麼判斷的重要標準仍在於時機以及是否獨立客觀。 

本文此一部分的描述，主要是根據筆者個人的體會與認知。至於其他可以探

索的問題仍有許多，限於篇幅，無法多談。但只要研究者能不斷的自我檢視與自

我質疑，應該可以提高研究品質。 

肆肆肆肆、、、、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在前面，本文在描述動機與目的之後，接著便根據一個研究與論文的判斷標

準，開展本文的討論。在討論中，本文認為，一篇論文或一個研究除了必須去檢

驗其在科學上的意義與重要性之外，論文研究的本身品質以及資料的呈現、可讀

性、原創性等，在科學社群的互動中，也都具有重要意義與內涵。尤其參考資料

對於讀者的意義，更不能忽略。至於對國內過去的警學研究，本文也提出包括定

義、研究方法與研究工具等三個問題加以檢討；其中某些是主觀的，例如筆者對

於實驗法與觀察法的期待；某些則是客觀現象的檢驗。最後，本文必須強調，由

於科學社群的存在，所以唯有自我檢視與自我質疑，一個研究與論文的謬誤才能

減至最低，也才能提高研究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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